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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诗歌人称话语之嬗变①

陈美霞
（邵阳学院 中文系，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冯至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具有强烈的人称意识。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其诗作的核心人称话语经历

了“我”向“我们”再向另一个“我们”的嬗变。早期诗歌中的“我”以个性解放、自由为诉求，以“个我”为本质特征，浓缩

着“五四”精神；４０年代的“我们”具有存在主义品格，或者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言说主体；五六十年代的“我们”则属

于阶级的、人民的“大我”。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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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在他最后一份诗歌体《自传》中曾如是说：“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

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诗歌……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诚如诗人所言：他的一生都像是

在“否定”里生活。尤其是他的诗歌创作历程更是呈现出这一特点，而诗歌的核心人称话语则见证了这

一变化的历程。本文将从诗歌核心人称话语的嬗变历程入手，分三个阶段解读冯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
６０年代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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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美霞（１９７７－），女，湖南常德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一　早期诗歌：人称话语“我”的统摄
“五四”是一个以人的解放、个性自由为基本诉求的时期，文学特质鲜明，正如钱理群等所言，在中

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像‘五四’时期文学这样，出现那么多‘个人’的东西。写个人的生

活，个人的情绪，是普遍的现象。”［１］２７青年冯至也不例外，在其早期创作中，出现了大量以第一人称单数

“我”充当抒情主人公的诗歌。据统计，在这段时间内创作的１３０余首诗作中，大约７８％的诗篇运用了
抒情主人公“我”。可以说，话语人称“我”基本统摄、主导了冯至早期的诗歌。诗人主要借助“我”这一

具有鲜明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人称来抒写现实的无情、青春的苦闷、爱情的痛苦和人生的愁怨。正如冯

至自己所说：“诗里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如果说它们还有一点意义，那就是从中可以看出

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２］１５３因此，冯至早期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个性精神，以自

我为中心，展现自我，表达自我，是“五四”精血的一脉，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

在这类以人称话语“我”为主导的诗歌中，诗人主要通过“我”记录了他二三十年代的情感历程。

“他倾听着自己心灵的声音，唱出了他的理想、向往、苦闷与彷徨之情。”［３］６８对于生活，年青的诗人曾给

以浪漫的遐想与美好的憧憬：“灿烂的银花／在晴朗的天空飘散；／金黄的阳光／把屋顶树枝染遍”，“我”
期盼着被“驯美的白鸽”引领前去。但是这种虚幻的想象如同美丽的肥皂泡一般，一遭遇到残酷的现

实，就立即被击得粉碎。面对现实之丑恶，未来之渺茫，理想之幻灭，诗人感到沉重的压抑和苦闷。苦闷

就像“雄浑无边的大海”（《海滨》），尽管“我”曾无数次地对着这荒凉无爱的人间竭力呼喊：“爱！爱！

爱！”（《“晚报”》），无奈“人间是怎样的无情，／我感受的尽是苦恼”（《你———》）。“我”似乎只有去那苍
白月光照着孤寂花儿哭泣的凄凉地方，“狂吻那柔弱的花瓣”（《夜深了》），长息在花儿身边，才能得到

解脱。“我”心中的孤独、苦闷和忧伤之情被强调至无以复加的程度。

１９２７年秋，诗人从北大毕业，走出象牙塔，此后，“他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
市”［４］１５１的艰难的路，开始独自走进现实生活的途程。哈尔滨短短不到一年的生活经历，给冯至上了一

堂严肃而深刻的社会教育课。在那里，他看到了现实的丑陋与无情：“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
的浪人、白俄的妓院，／……还有中国的市侩，／面上总是淫淫地嘻笑。”（《北游·４》）生活在这地狱一般
的北国之城，诗人再也不堪忍受，以其激越而怒不可遏的义正词严控诉起它的罪恶：“这里有人在计算

他的妻子，／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而作为理智和清醒尚存的“我”来说，“我既不为善，更不做
恶”，“我”只希望这座可怕而可恶的城快快毁灭，“最该毁灭的，是这里的这些游魂！”（《北游·１１》）如
此的严词厉句在冯至此前的诗作中是难以找寻的，诗中的“我”已由《昨日之歌》中的幽婉沉郁而变为慷

慨愤激。应该说，这种转变来自现实的赐予，是残酷无情的现实深深锥痛了诗人的灵魂，促使他跳出了

对青春与爱情的浅吟低唱，从而转向审视自我，追问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我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
怎样的一个人？”“我到底要往哪里走去”（《北游·８》）。经过反复的拷问与思量，诗人认识到：“我既不
是中古的勇士，也不是现代的英雄，我想望的是朋友，我需要的是感情。”［４］１２４于是诗人“埋葬了”自己的

“一切梦幻”，回归真实的自我。

二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我们”的“思之诗”
自《北游》跳出吟唱爱情与青春的狭小圈子，转向批判现实，抒写个人生存状态开始，冯至踏上了探

寻生命存在本质及其意义的道路。这为他在３０年代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奠定了
基础。在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之后，诗人在艺术上也开始了新的更高的追求：即追求雕塑似的诗。自此，

诗人逐渐背离了浪漫的直抒胸臆式道路，转而走向智性冥想的诗之旅。１９３０年所写的《等待》等诗便可
视为这一转换的开始。同年９月，诗人赴德留学，在那里，他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和里尔克、歌德等
大师级人物思想的熏陶，并在留学期间写下了《无眠的夜半》等具有现代主义品格的作品，体现了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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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典型的存在主义思想。表明诗人已经形成对人生、社会、艺术的一系列的固定、明确的思想和观念。

１９３５年９月，怀着对存在主义的信仰和对里尔克的膜拜，新婚诗人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归国之途。
然而，回国后国欲破、山河在的悲惨社会现实令人心碎。此时，不仅国共两党的斗争愈益激烈，而且，日

寇的魔爪已伸至华北，紧张的国内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辗转难眠。在

此情形之下，大多数诗人走出象牙塔，积极投入到现实生活的洪流中，写出带有明显现实倾向性的作品。

而冯至却做出了与此不同的选择———转向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反思与追问，希图在艺术创作中把捉生命

的价值。组诗《给一个死去的朋友》便是这一选择的结果，其中不仅融合了里尔克的思想理念和艺术精

神，表现了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显示了诗人日趋娴熟的现代主义诗艺，更重要的是，诗中出现了复数人

称“我们”，且这个“我们”显然有异于２０年代的那个“我”，“我们”表现了一种生与死的联系，是一个宏

观的、集体性的人称主体，表现的是一般哲理。不仅如此，这个“我们”也不同于诗人留德之时思想发生

转变之后所作的诗篇中的人称“我们”（如《雪后》），因为当时其思想上的转变虽已完成，但还没有回到

祖国，更没有亲眼目睹灾难深重的百姓生活，也没有亲身经历恶劣污浊的现实环境，他的这种转变相对

后来所写的《十四行集》来说，缺乏相应对等的外部环境条件，还没有达到完整意义上的转化。因此，

《给一个死去的朋友》标志着冯至诗歌人称话语的转折。从此，冯至的诗歌中开始频现“我们”这一主体

人称，频率之高，在《十四行集》中达６０％左右。那么，这个“我们”究竟意指为何？为什么会发生核心
人称话语的转变？在这一巨大变化的背后，又意味着诗人本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是谁？具有怎样的本质特征？首先，“我们”是真实独立的生存者、承担者［５］１６２－１６３。正如诗

人所说：“谁若是要真实的生活，就必须……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６］２８３

这是“我们”的实质，也是“我们”面临的本然处境。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就明确揭示了这一点：“我们准备

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在人生的途
程中，有许多艰难、坎坷，如同“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我们”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应当主动领受、自觉

承担，不能回避，也不能逃离。其次，“我们”是向死而生的涅?者。面对死亡向死而生是“我们”的死亡

观，也是“我们”达到本真存在的途径之一：“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什么能从我
们身上脱落》）。在这里，“我们”“为死而在”，“先行就死”，把死亡视为生命中最辉煌、最神圣的时刻，

向着死亡筹划和安排人生，积极坦然地面对死亡［５］１５５－１５７。就像施太格·缪勒评价里尔克时所说：“死亡

是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的东西而出现的。”［７］１８４有生命就必然有死

亡，死是生的一部分，死亡是生命的圆满完成，只有真正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平静地面对死和更主动地投

入生。再次，“我们”是交往于天地万物的联系者。“我们”作为一个个生命个体，就像“西方的那座水

城”，“它是个人世的象征……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像一座水上的桥……”（《威尼斯》）。“我们”包括
世上所有的人和物都是互相关联，彼此贯通的，“我们”不能脱离其他的存在而单独探求自我的生存，只

有在相互交流的环境与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本真自我。当“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时，“我

们”、他人和自然之间互相交融、密合为一体。“我们”通过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将之化

为自己的生命，扩充自我的存在。第四，“我们”是虚心谦敬的发现者。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我

们”只有“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物”，“静听他们的有声和无语，分担他们人们都漠然视之的命

运”［８］８４，才能把握住一些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事物的本质。而且，“我们”为了把捉住那些被人忽略、被人

遗忘的但却是本质性存在的东西，往往把目光投向熟悉的、日常的事物。

从２０年代跨越到４０年代，无论是从人称代词的表面形式看，还是从主体人称的实质内涵审视，冯
诗核心人称话语转变既成显著的事实。那么，在这一巨大变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契机和因由呢？

第一，存在主义思想与感时忧国精神的驱使。雅斯贝斯实存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人的可能

实存的呼吁”［７］２３３，对于这一目的，冯至积极致力于它的实现，早在３０年代初期翻译里尔克的作品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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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确指出：“青年们现在正陷于错误和混乱之中，我的责任是翻译一些里尔克的作品，好让他们通过

里尔克的提示和道路得到启发，拯救自己，以避免错误和混乱。”［９］１４６－１４７体现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关注

人类整体命运的眼光和气度。而在《十四行集》中，这种眼光和气度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现。诗集通过

对“我们”每一个生存者存在的勇气和自觉的呼唤，通过对“我们”每一个大写的“人”的呼唤，以期达到

民族复兴与自强。所以陆耀东曾做如是评价：“《十四行集》表明，冯至的思想，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更加关注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宇宙的发展。”［１０］１６０就在诗人对人类命运予以整体观照并

力图呼唤真实的生存的同时，感时忧国的精神也如影之随形，相伴左右。具体而言，《原野的哭声》通过

描绘农妇村童遭受战争祸害的悲惨画面，从而扩大到对整个受难民众的抒写，明显体现了诗人感时忧民

的热肠。《鲁迅》、《杜甫》、《蔡元培》和《画家梵诃》等诗则分别描绘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关注现实、

忧时忧民，并亲身实践致力于时代现实的改造与推进，从而折射出诗人内在的感时忧国精神。

在存在主义整体性观照的过程中，更兼感时忧国精神的驱使，使得诗人在关注个体生命及其存在的

同时，兼顾国计民生，旁及民族大计。所以才有《十四行集》里对“原野的哭声”的关注，对鲁迅等伟大形

象的雕刻，也才有对“我们”每一个生存者存在的勇气和自觉的呼唤，对“我们”每一个大写的“人”的呼

唤。由此可知，《十四行集》中的听者已然是一个群体性存在，鉴于此，其核心人称话语转变为复数人称

“我们”成为理所当然。

第二，雅斯贝斯“爱”的交往、里尔克的敞开理论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关于“爱”的交往，

雅斯贝斯认为：“人只有在与其他实存的精神交往中才能达到他本然的自我。”［７］２３５这就是雅氏“交往”

理论的核心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不发生交往，“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当然，这里的交往不是指一

般的交往，而是本真的、契入生存境域的并向无限的超越敞开的交往。通过这种“爱”的交往，使得双方

即真正的存在者之间彼此分享，相互承担，并“在对对方苦乐的承担中使自身存在获得重量和意

义”［１１］，使自我获得完善，得到充实。作为雅斯贝斯的学生，冯至深受其影响，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乎

多多经历，多多体验，为人的可贵在乎多多分担同时同地的人们的苦乐。”［８］５５冯至的这一说法正是对雅

氏“通过别的实存并与别的实存一起”达到本然自我的实存哲学的继承与通俗化阐释。里尔克的“敞

开”理论对冯至来说，影响更直接、更深远。里尔克认为：“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

们必须去感觉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

……那才能以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８］８６这段

话可以目为里尔克关于他的“敞开”理论的经典自我阐释。对此，冯至甚为赞赏，铭记于心并亲身践行，

如在《十四行集》中，他遍察与他生命发生深切关联的人、事、物的真实，体味其悲欢，达到了灵魂相遇往

返的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也深深植根于冯至的思想中。这一观念恰好暗合于雅斯贝

斯“爱”的交往和里尔克的“敞开”理论［１２］２４７。体现在冯诗中，平凡的小草、静默的树木、初生的小狗、飘

扬的风旗等等，无不是与人的生命世界相贯通、相交融的万物。正因为如此，冯至的弟子郑敏曾说，《十

四行集》体现了“万物无不相通共存，万物又存于一，一来自‘无’”［１３］的哲学观。

实际上，不论是雅氏“爱”的交往也好，里尔克的生命个体向外界敞开也好，还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也

好，都是个体生命与外界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性行为，在主体范围和思想上具有“我

们”性，从而导致其诗歌核心人称话语变换成“我们”。然而，由于冯至的思想里潜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

底蕴，致使他在接受存在主义时形成一种误读。西方的存在主义，不管是雅斯贝斯的还是里尔克的，都

是一种纯粹“形而上”的哲理性思考，而冯至却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人生状况结合起来，使得原

本十分抽象玄奥的存在主义变成了中国化、通俗化，与现实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存在主义。因此，冯至

诗中的人称话语“我们”与西方存在主义的“我们”的内涵又是有差别的。这也为他在５０年代完全滑入
现实预留了一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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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时代语境的作用。当时，以救亡为目的的爱国主义成为主流话语，拥有对诸多事件的阐释权

力，当然也包括对诗歌的阐释权力。体现在对诗歌创作的要求上：诗歌必须具有鼓动性、民众性。基于

这一要求，很快便出现了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作为主体人称的繁荣现象。朱自清在谈论当时盛行的

“朗诵诗”时就曾如是说：“朗诵诗中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代替了‘我’。”［１４］５０２－５０４其他一

些诗体如街头诗、枪杆诗、传单诗等，情形也大致相同，都不再是从前那种个人情感的抒写，而是要为大

众代言，并影响大众与社会现实，“我们”成为一个核心语汇，扮演着主流话语的意识主体角色。在《十

四行集》中，“我们”同样扮演着这一角色。在强大的时代主流话语面前，冯至虽然站在一个疏离于主流

话语的边缘性立场，但他并未因此真正逃离时代主流话语的引力范围而获得完全自由的边缘性他者地

位［１５］。集体性主流话语凭借复数人称“我们”潜入文本诗行中，诗人并未获得纯粹的个人性。

三　“十七年”颂歌———“我们”为政治代言
虽然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间，冯至找到了一条完全适合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并在这条路上树立起一座

丰碑———《十四行集》，但是，外界的战火纷飞、炮声隆隆和强大的为抗战而写作的热潮，使其创作难以

为继。特别是在听了老舍所做的为抗战而作文的演讲之后，冯至深感自责和愧疚，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做

出一些自我调整和新的选择。而此时冯至一家又从林场茅屋搬回城内居住，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现实。

并且，此时冯至接触到歌德的“蜕变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永久活动和变化的，蜕变是一切生命的必然

过程，但也是生命的自我选择，每一次蜕变，都可使生命获得新生。这种认识使得冯至找到了抛弃思考

宇宙和人生，转向关注现实的重要依据。于是，在１９４２年以后，冯至开始转向现实。如《伍子胥》中诗
人高度重视决断的观念，表明诗人的思想在与过去决断，诗作《歧路》和《我们的时代》也透露了诗人朝

向现实转变的信息，而此时杂文则更是成为冯至揭露丑恶现实、抨击社会不良现象的主要武器。

尽管如此，诗人一开始并没有完全丢失自我，失却个性，而是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也坚持自我、卫护个

性。如杂文《工作而等待》、《论个人的地位》等都集中表达了诗人对自我和个性的肯定与捍卫。诗人在

转向现实的途中充满着矛盾、犹疑甚至痛苦，经历了蜕变之痛。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痛苦的自我调整阶

段，冯至后来的“突然”转向才能让人理解。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冯至诗歌创作发生了第二次转轨，《第一首歌》是其标志。这首诗是为北平解

放后的第一个“五四”所作，它激情地赞颂了“五四”所带来的开创性意义，完全失却了十四行诗内省式

的哲理化抒情意味，而变为一种现实的、具体的情感抒发，虽然它“仍明显地保留了不过于直露的长

处”［１６］２４０，但风格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抒情主体而言，“我们”这一复数人称再次进入诗歌成为核心

的人称话语。此后冯至进入到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直至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在这一阶段，诗歌核

心人称话语仍然是复数性人称“我们”，据统计，这一人称的出现率高达６０％以上。那么，这个“我们”
是指什么？它与４０年代的“我们”相比，又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又昭示了什么？

相比较４０年代的抒情主体而言，新时代诗歌中的核心人称话语“我们”的内涵以及整个诗歌创作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作品的主要内容看，５０年代的诗作不再是对宇宙、人生的沉思，而是转向对党、
对新社会、对社会主义祖国发生巨变的讴歌。对此，诗人自己也曾明确指出：“诗里基本的调子和过去

的也迥然不同，有信心，有前途，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事业。同时对于人民的敌

人也给以讽刺和攻击。”［２］１３３从情感和抒情人称来看，诗人抒发的既是当时个人的真情实感，更是那个时

代的“大我”的感情，这种情感通过抒情主体“我们”传达出来，“我们”成为阶级的、人民的“大我”的化

身。在“我们”那里，抒情主体的个性空间被泯灭或遮蔽，表现出鲜明的共性模式，往往仅止于粗线条的

时代写意或拘泥于热烈生活场景的平面刻写或停浮在人物精神面貌的浮光掠影，远未触及生命本体的

内心世界和个性化生活的复杂本质，流于肤浅和一般化的情感抒发。比如：“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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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要生产更多的钢铁，／我们要发出更多的电力……我们
给社会主义打好物质基础，／让敌人在我们面前垂头丧气。”诗中的“我们”单调、直白，流于空泛的符号
化，不具备诗的品格。如果拿这首诗与《十四行集》里的任意一首作比较，其好坏优劣，不言自喻。

由此可见，５０年代的话语人称“我们”与４０年代的“我们”已经全然不同，５０年代的“我们”作为阶
级的、人民的“大我”的化身，再也不似４０年代的“我们”那样个性突出，棱角分明，而是戴上了大众化的
脸谱，唱着现实的、浮浅的、粗糙的、整齐划一的颂歌，抒发着廉价的乐观主义，化身为政治意识形态化的

“我们”。

抒情主体“我们”的个性缺失了，５０年代冯诗的诗性也随之被削弱，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客
观形势的促成，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６年前后，政治运动此消彼长、接连不断，如１９５２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
想改造运动、１９５５年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等，每次批判运动几乎都与
文学界有关，文学真正成为时代政治的晴雨表，作家和作品轻则受到“宣扬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

调”的批评，重则与国际政治运动中的“帝反修”挂在一起。在那个政治左右文学的时代里，不允许个人

发出自己的声音，除非这个声音就是当下时代的声音。在这样的语境中，诗性的流失是必然的。二是出

于诗人本身的原因。首先，在思想意识方面，冯至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知识分子，在新政权委以重任

而产生的知遇意识、感激之情的支配下，同时又为眼前热闹的景象所陶醉，“对于社会的复杂，道路的曲

折，前进中的困难，可能出现的问题，都缺少基本的思考。与此同时，又把个人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民族

的复兴，寄托在个人身上。”［１７］３０２在这种思想意识主导下，冯诗必然迷失自我的个性。其次，在表达方式

上，诗人完全抛弃了旧有的适合于他本身的诗歌艺术表达方式，采取一种直白的、简单的抒情方法，加之

诗人对他所要表现的新生活还不熟悉，因此，要用一种完全不适合于自己的抒情方式来歌唱他并不太熟

悉的新生活，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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